数据质量、大数据执行机制与财政信息公开制度建设 by 李学
-61-
一、导论
财政信息公开制度作为建设“阳光”政府、规范公共部门财政收支行为的重要举措，不仅有益于提
升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而且有利于公众获知政府信息，为其参与政府管理、监督政府行为提供信息支
持。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与实施，为财政信息公开工作提供了初步的法律基础；新《预算法》
的颁布与实施，进一步强化了财政信息公开工作的法治基础。但是，传统的财政信息公开制度建设依靠
官僚体制成员逐级汇报、最后汇总数据的信息供给方式，潜藏着大量的自由裁量空间，易于诱发机会主
义行为，导致虚假公开、拖延公开、模糊公开行为，屡禁不止，致使公开的财政信息数据质量低劣。低
劣的数据质量，不仅难以充分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而且致使财政信息公开制度沦为一种符号性的制度设
计，难以实现根本的治理绩效。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大数据技术，作为 21 世纪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为
改善政府治理能力、突破传统公共管理方式的约束提供了有益的技术手段和广阔的行动空间，已经并将
继续塑造公共部门的改革选择。大数据技术具有超强的数据获取和数据分析能力，将其运用到财政信息
公开制度建设之中，可以在获得各级政府及其各个支出单位财政信息元数据的基础上，扭转财政信息公
开过于依托传统官僚体系执行机制的缺陷，全方位提升财政信息公开的数据质量。从世界范围来看，借
助大数据技术提升政府信息公开的质量和效率正日益成为包括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制度
建设的重要举措。因而，在未来的财政信息公开制度建设过程中，借助国家实施大数据战略的有效时机，
依托政务资源平台建设和大数据分析技术，不仅可以有效地提升财政信息公开的数据质量，而且能够大
力提升我国财政部门的监管能力，充分发挥各类财政政策的预期效果。本文在分析大数据技术、提升财
政信息公开数据质量潜力的基础上，结合国内行政生态系统的特点，提出了财政信息公开大数据执行机
制的构想，并阐释了其间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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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质量、大数据技术与财政信息公开制度建设
（一）数据质量与财政信息公开制度建设绩效
数据质量是财政信息公开制度建设的基石。若一个国家公开的财政数据失真或者过于模糊，则不能
有效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从而导致其制度建设不仅难以实现其强化财政责任的目的，而且易于沦为符号
性或象征性的政策，甚至为制度建设之举和公开行为招来非议，降低政府的公信力。为深入理解数据质
量对财政信息公开制度建设绩效的影响，必须从财政透明度建设的宗旨出发，因为财政信息公开是财政
透明度的重要体现。所谓财政透明度，是指“公开向公众提供关于政府结构与功能、财政政策意图、
公共部门账目以及项目的信息。公众必须具有获取发生在政府机构内外所有活动信息的途径，而且，这
些信息必须具有可信性、全面性、及时性、易懂性以及国际可比较性，以便选民和金融市场能够准确地
评估政府的财政状况、政府行为的真实成本和收益，以及此类行为对现在和未来经济与社会产生的影
响。”a 从上述权威定义的立场进行分析，不难发现欲建立起真实的财政透明度，政府公开的财政信息必
须全面、真实，不能停留在简单的预算数据发布上。缺乏数据质量的提升，财政透明度建设就会缺乏必
要的可信性。因此，世界上诸多国家在建设财政信息公开制度过程中，均非常注意数据质量的提升。
然而，如何界定“数据质量”则是一个颇受争议的话题，因为“数据质量”这一概念具有非常复
杂的面向，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质量”这一术语及其在财政制度中具体的内涵和外延。经合组织
（OECD）对数据质量的定义最具有代表性，它认为数据质量建设必须以“数据使用者”的需要为基点，
“（数据）质量的内涵在于能够满足数据使用者的需要”。b 依据这一概念基础，不难发现数据质量是一个
动态的概念，取决于数据使用者的视界和需要，不同的使用群体，必然拥有不同的质量标准。经合组织
（OECD）认定的数据质量标准，涵盖相关性、准确性、可信性、及时性、准时性、易获性、易读性和
一致性八个维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的《财政透明度手册》则将数据质量标准界定为准确性、可信
性、适用性和易获性等四个维度。c 然而，尽管在界定数据质量概念内涵方面存在纷争，数据质量对于
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作用却早已获得广泛的共识，日益成为世界各国财政管理和国家治
理的基础。经合组织（OECD）要求其成员国公开的数据必须经过成员国内部和成员国共同数据评估标
准的审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各国公布的数据必须经过独立审计机构的审查。为有效开展政府信息
公开工作，加拿大、挪威等西方发达国家还纷纷设立首席信息官，具体负责政府公开数据的质量。毋庸
置疑，在世界范围内，数据质量已经成为财政信息公开制度建设的重要基石。
（二）现行财政信息公开机制与数据质量的缺陷
自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布实施以来，自上而下的制度变革获得了初步的成效：各级政府的财
政信息公开行为在建设法治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日益获得了稳定的制度基础，各级政府公开的数据深
度不断提升，财政数据公开的范围持续扩展。但是，由于现行财政信息获取和公开方式主要依靠官僚体
制科层控制方式，通过自上而下的压力传导，迫使各级财政机构和支出单位公开其相关数据。在抽象的
理想层面，这一实施机制似乎效率极高，权力所至，问题必将迎刃而解。然而，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
府部门亦是由理性的官僚人员组成，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官僚人员同样拥有自己的私利。尼斯坎南认为
政府机构与官僚人员具有预算最大化的倾向，“预算越大，官僚们的效用就越大。而且，为了生存下来 ,
官僚机构也必须最大化他们的预算。”d基于这一理论假设，为充分实现本级官僚组织及其组织人员潜藏
在预算资金中的私利，政府官僚人员必然以其认为合意的方式，抵制旨在全面约束其支出行为的财政信
a G. Kopits, J. Craig, Transparency in Government Operations,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ress, 1998．
b OECD.Quality Framework for OECD Statistics, 2002:4.www.oecd.org/officialdocuments/publicdisplaydocumentpdf/?c
ote=std/.
c IMF.2007. Manual on Fiscal Transparency, 2007:110. https://www.imf.org/external/np/pp/2007/eng/101907g.pdf.
d马骏、周超、於莉：《尼斯坎南模型：理论争论与经验研究》，《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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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公开制度建设。加之我国传统的财政信息获取主要是通过各级政府机构自我汇报的方式予以实现，这
为各级政府预设了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各级政府完全可能篡改、调整数据，以掩盖自己在财政支出行
为过程中的渎职行为。“公开规则的粗放，审计部门独立性不足，以及公开责任的羸弱，降低了各级政
府提供真实数据信息的制度激励，使得政府财政信息公开行为沦落为一种符号性的政策，难以起到应有
的治理效果。”a 尽管在理论上，可以通过强化审计或督查的方式减少此类行为的发生；但是，公共管理
的实践表明，这一途径不仅交易费用高昂，而且囿于共同的利益驱使，上下级政府可能上下其手，致使
监管失灵，出现“共谋现象”。b
图 1 清晰凸显了现行财政信息公开制度数据获取机制与本文倡导的大数据执行机制之间的差别。现
行的财政信息公开制度，通常由本级政府的财政信息公开主体——财政部门——负责数据的收集和公开
工作。相关数据的获得一般依赖各个财政支出单位自我汇总，经行政首长签字确认后，上报财政部门；
然后由财政主管部门以统一进行汇总和公开的方式予以完成。显然，这种依托于下级向上级呈报数据，
再由公开责任主体公开相关信息的方式的制度绩效，主要取决于下级政府的责任感和法治意识 , 以及上
级的监管意愿和监管能力，必将制约财政信息公开数据质量的提升，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这一数据获得方式难以保证财政公开信息的真实性和可信性。一方面，由于下级支出单位受
部门利益和机会主义动机的影响，必然试图用尽一切方法，在现行制度和规则允许的范围内，掩盖其真
实的财政支出行为，在最大限度内发挥财政资金的本位效应以及实现自身的狭隘利益，逃避信息公开机
制的监督和制约。另一方面，财政主管部门并不掌握各个支出单位具体情况的元数据，现行财政信息公
开制度亦缺乏必要的数据质量审查机制，公开主体并不需要对公开数据的真实性负责，亦无动机监督支
出单位汇报数据的真实性。双重因素的叠加效应，大大降低了相关信息的真实性和可信性。
其次，现行数据获得方式无法获得财政信息的元数据，不仅其所公开数据的可信性无法实现，而且，
由于负责财政信息公开的责任主体只能被动地依赖下级政府提供的笼统数据，无法获得财政支出的微观
信息，财政信息公开的自主性亦受到严重限制。因而，财政主管部门难以根据监管主体和公众的实际需
要，自主地进行有针对性的信息获取和信息公开，降低了财政信息公开制度建设的规范和监督效能。因
此，财政主管部门的数据公开，多是对支出单位汇报数据的简单加工和粗略公开。即使财政主管部门力
图提升数据质量，它依然需要下级支出单位的配合，提供相应的数据。提升财政信息公开数据的质量面
临着极大交易费用，常常超出现行公开主体的行政
能力的范围。元数据获取能力的缺位，从根本上制
约了数据质量提升的行动空间。
第三，既有的财政信息公开方式，只能依靠下
级政府阶段性地提供相关信息。这种信息获取方式
致使公开主体面对公众特殊的信息需求，必须向下
传导外界诉求的压力，责令其提供特殊的信息，需
要穿越复杂的行政层级和官僚组织规则，交易费用
较高，效率低下；而且，外界频繁的信息公开申请
诉求，必然造成上级政府要求下级单位汇报数据的
压力频传，极易使下级单位应接不暇，形成较大的
行政负担。因而，在此传统工作机制之下，政府难
以根据公众的实际需要自由地提供财政信息，只能将财政信息公开的范围限定在特定的范畴之内，进行
阶段性地公开，致使财政信息公开制度建设目标具有强烈的“官僚组织导向”，而非符合公共服务理念
a李学：《规则软约束：地方政府公务消费信息公开数据质量中的政治》，《公共行政评论》2015 年第 2 期。
b周雪光：《共层政府间的“共谋现象”——一个政府行为的制度逻辑谋行为》，《开放时代》2009 年第 12 期。
图 1   数据获取技术与财政信息公开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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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众导向”，无法根据财政管理和公众需要，实现财政信息公开工作的及时性和针对性。
最后，在日益电子化和数据化的行政环境下，公众和政府的许多互动行为以及政府间的信息交换行
为是以电子化的形式实现的。尽管表面上看，此类行为转瞬即逝；但实际上，在网络世界中，所有的网
络互动行为均将留下特定的电子痕迹。这种电子化的信息，不仅记录着交换信息的内容和形式，而且包
括各个行为主体的信息沟通行为。在电子化和网络化的行政生态环境下，这种信息极易进行储存和处理，
大数据技术即是处理此类海量数据需求驱动的产物。然而，既有的财政信息公开制度未能将其纳入到政
府数据的范围之内。因而，财政信息公开主体无法有效获取下级政府和支出机构向公众公开财政信息的
有效数据，从而难以有效监督下级单位财政信息公开行为，遑论提供特定的监督和指导，从而降低了财
政信息公开制度的整体绩效，制约了数据质量的提升。   
（三）大数据技术对于提升财政信息公开数据质量的潜在优势
信息与技术一直是公共行政的核心议题。信息管理技术、相关信息和治理机制之间的互动关系，持
续地塑造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治理机制和治理能力。当今时代，“网络技术和通讯技术的发明，为公共
行政的传统原则引入了新的动力。”a电子数据已经成为公共部门最为重要的战略资源，欧美发达国家政
府纷纷制定公共部门数据驱动战略，营造适宜的政策和法律环境，提升数据管理能力，以提升公共服务
的效率和质量。“在当今时代，世界各国政府面临着充分利用数据功能（即由政府或政府授权的非政府
机构产生、收集）的大好机遇。政府可以通过为公共部门价值链制定政策和治理框架，激励公共部门、
私人单位和第三部门参与其中，提高数据在各个层级政府和政策领域的开放性、共用性、共享性、互动
性和重复使用性。这一承诺和努力有利于提高公共部门的智能化水平，实现更高层次的知情决策和政策
执行，借助数据技术和数据挖掘，以公众需要为核心，实施经济发展和管理的数据驱动战略。”b 为解决
传统财政数据获取方式的顽疾，我国财政信息制度建设必须顺应公共管理数据化转型的发展潮流，借助
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大数据技术，科学、高效地实现数据质量的提升，把财政支出单位的财政信息权力关
进制度的笼子。
然而，尽管大数据的概念早已甚嚣尘上，“但是，大数据现在仍是一个不稳定的术语。”c“作为一
种相对较新的社会现象，关于大数据的文献大多集中在大数据 ‘界限’的界定与厘清之上。”d客观而言，
“大数据技术，首先是计算能力和算法精度最大化的技术；其次它可以采用一系列工具，对数据进行整
理和比较，它促使人们相信大数据可以获得更为真实、客观和准确的分析结果。”e 在日常的财政管理活
动中，财政资金的分配和使用，均需在特定的预算分类和公共会计科目下展开，并且以具体的数据形式
予以记录和汇总，财政信息的这种高度数据化为在财政信息公开领域运用大数据技术提供了坚实的基
础。加之我国财政领域“金财”工程建设进一步提高了财政信息电子化水平。因而，在财政领域，基础
性财政信息的数据化程度非常高，只需借助互联网技术和云数据工程建设，即可获得分散在各个层级、
各个具体支出单位的财政信息元数据，实现财政信息的大数据管理。这种元数据获取能力和大数据工程
建设为提升财政信息公开的数据质量，提供了下述四大潜在优势。
首先，借助大数据信息平台，各级政府和各个支出单位的财政资金运行情况以元数据的形式呈现在
a Chiristopher Dunn, The Handbook of Canadian Public Administration, Ontari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529-
530.
b Oecd.2017. Boost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ector:Assessment and Reommendations, 2017:26.www.
oecd.org/gov/digital-government. 
c Ossi Ylijoki，Jari Porras,“Perspectives to Definition of Big Data: A Mapping Study and Discussion”，Journal of 
Innovation Management, vol.4, no.1, 2016, p.70. 
d Kevin C. Desouza，Benoy Jacob.,“Big Data in the Public Sector: Lessons for Practitioners and Scholars”，
Administration & Society, vol.149, no.7, 2017, p.1045.
e J. Manyika, M. Chui et al., Big Data: The Next Frontier for Innovation, Competition, and Productivity,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2011, https://www.fujitsu.com/us/Images/03_Michael_Chui.pd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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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财政信息公开主体面前。财政信息公开主体借助数字化和计算机技术，可以直接获取财政支出主体
的微观信息和直观数据，不再依赖下级政府和财政支出单位的层层汇报机制，消除了财政信息向上级政
府传递过程中可能带来的信息扭曲现象。这一数据获取机制，同样有效减少了政策执行链条上官僚组织
成员自由裁量和机会主义的行为，可以充分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在财政信息公开的过程中，公
开主体能够越过各个支出行为主体，直接对财政信息的元数据进行汇总和分析，并向社会和公众公开，
这不仅可以极大地提高财政信息公开制度的效率，而且可以有效减轻各级政府用于汇总和汇报数据的行
政成本，将有限的行政资源投入到更具有现实意义的民生事业建设中。
其次，借助大数据平台机器学习的云计算能力，监管主体和社会公众可以获得适时的财政信息，提
升财政信息公开数据质量的及时性。云计算技术的超级运算能力具有高度的可靠性以及可以按照需求特
殊定制、成本低廉的特点，完全可以应对财政支出主体层级多、数量多、信息资源庞杂的复杂行政工作
环境和特殊管理职能要求。云计算能力这一技术突破，可以将以往必须借助庞大人力资源和时间资源才
能完成的数据计算和汇总工作，在少量管理者和技术人员的控制下，交由计算机完成。在解放行政机构
及其工作人员工作压力的同时，摆脱财政信息公开工作需要依靠下级政府动用大量人力资源和时间资源
才能完成，从而不得不进行阶段性公开、公开数据时滞性较长的弊病，减少公众获得财政信息的时滞。
同时，借助信息平台和大数据技术，财政信息公开主体可以快速掌握财政资金的流向和用途，也削减了
财政支出主体借助传统信息获取机制环节繁多、时滞性较长的特点调整和掩盖其数据的行动空间。
三是大数据技术可以强化财政信息公开的责任机制，提升财政信息公开数据的质量。财政信息公开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程，公开什么、公开到什么程度的问题涉及复杂的信息内容和公开主体。传统的官
僚式财政信息公开方式，主动性掌握在官僚组织成员手中，他们可以依据自身狭隘的利益需要扭曲信息
公开机制，降低公开信息的质量。在传统的信息公开机制下，尽管可以通过审计强化责任机制，降低此
类现象的发生，但交易费用高昂。而在大数据执行机制中，数据的密钥机制和云计算能力不仅可以有效
监控管理主体的数据处理过程，而且可以使用大数据算法高效检测政府运作中的欺诈、违规行为。“文
本分析和机器学习算法，可以进行必要的数据管理分析。可以自动进行系统的多级检查。”a 这一类似自
动化的科技机制可以有效约束各级管理者的自由裁量空间，使其机会主义行为无所遁形，从而强化了公
开的责任机制，间接提升了财政信息公开的数据质量。
四是大数据技术可以实现财政信息公开制度建设的数据驱动，增强财政信息公开数据的回应性和针
对性，从而提供更为优质的财政信息服务。大数据系统通过对政府和公民之间互动信息的数据分析，挖
掘政府和公众互动的潜在模式和发展趋势，智慧地理解公众的信息需求偏好，精准地发现问题，改进大
数据系统的机器学习能力，更好地回应公众的信息需求，进而有效地扩大公众参与，增强对政府机构的
监督，以便充分地发挥财政信息公开制度的服务功能。而且，大数据技术可以借助政务 APP 和公众移
动终端的便捷性以及自身的数据可视化处理功能，在及时提供财政信息基本状况的同时，提高财政信息
公开的便捷性和易读性，方便民众更好地监督政府。从而有效转变既有财政信息公开制度建设，改变以
政府为主导的落后模式，建立以公众诉求为中心的数据驱动革新模式。
三、构建财政信息公开大数据执行机制及其亟待解决的若干问题
尽管大数据技术提升财政信息公开数据质量的能力不容小觑，但是若不能建构出具体的运用机制和
执行规则，则势必难以服务于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现代化创举。鉴于国内关于大数据的学术
研究，长于前景描述和趋势分析，拙于具体运行机制建构的研究现实，本文将结合大数据在公共部门运
用的既有成果，探寻如何将其和财政信息公开制度相结合，建构有效提升财政信息公开数据质量的执行
机制。毕竟，运用大数据技术，不是简单地将数字技术引入公共管理，而是将数字技术的使用纳入公共
a World Bank Group, Big Data in Action for Government:Big Data Innovation in Public Services, Policy and Engagement, 
2017,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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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现代化的努力之中，建立起以公众为中心的数据驱动管理模式。在此进程之中，“公共部门的能
力建构、工作流程、业务流程、管理方法和执行框架，均需要适应数据化环境快速变动催生的关系调整。”a
建构财政信息公开的大数据执行机制，亦不能基于政府自身行为偏好和既得利益，简单地将其用于既有
的公开模式，而应利用大数据便于公众参与和公众监督的优势，重新评估既有的工作流程，以高效、参
与、透明、数据驱动为目标，重塑财政信息公开机制，
从而有效提升公开数据的质量，更好地满足公众的
知情权和监督权。
（一）财政信息公开大数据执行机制建构            
具体执行机制的主体框架如图 2 所示。借助数
据平台建设和大数据分析技术，不仅可以有效推动
财政信息公开数据的真实性、可信性、及时性缺失
等传统公开途径现存问题的解决，而且可以借助大
数据的机器学习和数据挖掘能力，将公众对财政信
息的利用和各级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互动模式纳入到
数据分析和信息发布范围之内，开发出更符合公众
诉求的财政信息公开服务产品，从而更好地建设透
明政府，精准地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具体而论，其工作机制大致可以划分为数据收集、数据分析和信息
发布三个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并经由公众的信息利用行为，构成一个完整的数据化信息管理系统。
财政信息公开大数据执行机制的基础，在于财政信息元数据的获取能力。借助互联网技术和云数据
平台建设，可以及时获得各级政府及其支出单位的财政信息的关键性元数据。切实摆脱既有财政信息公
开模式依靠下级单位阶段性提供信息、公开责任主体只能被动汇总的不利境遇，自主地进行数据收集和
分析，充分保证了公开信息的准确性、及时性。同时，利用大数据技术巨大的信息存储能力和对非结构
化数据的处理能力，财政信息公开主体还可以充分获得公众对财政信息的使用情况以及各级政府及支出
单位对公众申请信息处理方式的非结构化数据，扩大财政信息公开系统的数据基础，从而帮助有效评估
和监督管理各级财政主体的信息公开行为，强化各个行为主体的责任意识。
数据分析机制和分析能力是财政信息大数据执行机制的关键所在。在获得相关财政信息元数据的基
础上，大数据执行机制不仅可以进行较为传统的统计分析，而且可以借助机器学习等互联网技术，实现
数据分析及时化、多元化和专项化处理。以此能力为基础，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和公众诉求的需要，公
开主体可以为公众提供及时、多元化的财政信息公开服务，改变既有公开制度信息服务单一、公开时滞
过长的不利局面。与此同时，大数据的机器学习技术不仅能够甄别和挖掘各级财政支出单位的违规和欺
诈行为，而且可以根据公众的申请诉求，利用机器学习的卓越能力和元数据基础，提供个性化的财政信
息公开服务，增强财政信息公开服务的针对性和深入性，实现真正的财政透明度建设，转变既有公开制
度建设以政府工作需要为中心、消极对待公开实效和公众需求的不良导向。同时，云平台可视化分析技
术的运用，可以将元数据进行汇总加工，以简单易懂的方式生动地向社会和公众传递财政信息，提升财
政公开信息的可读性。
信息发布的数据化和适时化是财政信息大数据执行机制的外在体现。借助云数据公开平台以及政府
APP 等互联网手段，财政信息公开主体得以创新信息公开方式，不仅可以全天候地提供信息服务，而且
可以以较为低廉的成本提供较为迅捷的互动方式，不间断地提供财政信息的基本情况和各类专门财政信
息的发布服务，降低了对传统官僚制公共服务提供模式的依赖，减缓了人为因素的影响，提升财政信息
a OECD. Recommendation of the Council on Digital Government Strategies , 2014:2.http://www.oecd.org/gov/digital-
government/Recommendation-digital-government-strategies.pdf.
图 2   财政信息公开大数据执行机制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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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的效率和效果。“即使在线发布政府信息增加了政府回应这一行为的时间成本，但是，从提供服务
的视角出发，数据再利用可以极大降低公共机构回应常规性问题的时间，能够更为迅捷地回应诉求。此
外，公务人员可以更为快速地查询到需要的信息。其他的收益包括降低了劳动强度，减少了书面工作和
传递成本。”a 最后，借助云数据平台，公众对财政信息的申请和使用情况以及各级政府财政信息公开行
为的基本数据亦被纳入到大数据的基础数据库中。信息公开主体通过对此类数据的分析，能够更精准地
理解公众的特殊需求、心智模式和信息获取行为，从而为持续改进财政信息大数据执行机制提供客观的
数据化基础，实现财政信息公开制度建设的顾客驱动，创造公共价值。
（二）建设财政信息公开大数据执行机制亟需解决的若干问题
大数据技术强大的数据分析能力为公共部门管理模式的创新提供了广阔的行动空间。然而，作为一
种自然科学技术，它必然与历史上推动公共管理创新的其他科学技术一样，在塑造公共部门管理的同时，
亦被公共部门的行政机理塑造，并在持续的嬗变中通过持续解决面临的实际问题，演绎出新的管理哲学
和行政原则。因而，大数据技术在提供管理创新可能性的同时，必将遭遇公共管理特定价值取向和既有
治理机制的限制。若不能解决它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其创新功能势必难以发挥或无法得到充分地发挥。
硬件条件的限制是财政信息公开大数据执行机制面临的基础性问题。“尽管大数据技术的优势在全
球范围内获得了广泛的的共识，但是关于其面临的挑战的讨论经久不息，解决这些挑战的方法仍未获得
最终的结论。其中一个挑战是硬件技术，以支持大数据的产生、增长、交流和知识创造分析……大数据
技术在计算、网络信息传递和数据存储方面的发展方面并未能跟上大数据技术的承诺。”b这种技术的不
充分性，极大地限制了大数据技术在包括公共部门领域在内的应用前景。财政信息分散在各个层级政府
的支出部门，门类庞杂；而且，在日常的管理过程中，涉及到众多支出明细的变动，必将产生大量的元
数据。大数据执行机制必须解决上述硬件技术问题，才能发挥出其潜在的功能。
财政管理体制和信息公开法律相关条文的限制，是财政信息公开大数据执行机制面临的制度藩篱。
相对于硬件条件的限制而言，此类挑战看似易于解决，但是，由于涉及到复杂的权力调整和利益调配，
因而显得更为错综复杂。财政信息涉及到各级政府、各个政府支出单位财政资金的分配和使用情况，是
政府治理的晴雨表，从中可以挖掘出关键性的政治信息。因此，各级政府和各个支出单位非常看重自身
财政信息的自主性和保密性。尽管过往财政信息透明度建设有效减缓了这种压力，但是既有制度设计的
模糊性导致其并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核心，财政信息的自主控制权仍然掌握在支出单位手上。财政信息公
开大数据执行机制需要获得财政支出的元数据，这意味着财政支出单位不仅将丧失信息公开的主动控制
权，而且其财政收支行为亦将完全暴露在监管单位和公众视野之内，这势必涉及到复杂的预算政治和责
任机制的调整，意味公共部门诸多既得利益的丧失。“众多政府机构掌控着大量可以用于科学研究和决
策制定的关键性信息，但它们并未被分享……限制公共数据被分享和分析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政治敏
感性。”c建构财政信息公开大数据机制，必须打破既得利益的政治控制藩篱，在公共部门培育责任分担、
收益共享、协同创新的组织文化，才能扫除获取财政信息元数据的制度障碍，为大数据执行机制建构打
下良好的数据能力基础。
国家信息安全和个人隐私信息问题，是大数据分析技术在管理层面和法律层面至今尚未获得圆满解
决的潜在难题。财政信息公开的大数据执行机制能够获得各个层级政府、各个支出单位财政收支元数据，
其超级数据库中储存的巨量信息，涉及国家财政的安全以及各类国家重大战略的财政信息，必须避免其
a OECD. Rebooting Public Service Delivery: How Can Open Government Data Help to Drive Innovation, 2016:7.www.
oecd.org/gov/public-innovation/open-government-data.htm. 
b Wasim Ahmad Bhat and S.M.K. Quadri，“Big Data Promises Value: Is Hardware Technologytaken Onboard?”，
Industrial Management & DataSystems, vol.115, no.9, 2015, p.1578.
c Zhang Lei, Arthur P. J. Mol,Yang Shuai，“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nChina：In the Era of 
Informatization and Big Data”，Frontiers of Law in China, vo1.12, no.1, 2017, p.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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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居心叵测的个体或机构进行攻击和恶意侵袭。如何在保障其提高财政信息公开数据质量的同时，确保
其运行机制及其数据库系统的安全性，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此外，财政信息公开大数据机制用
户的个人隐私问题，同样是在法律制定和流程设计时亟需解决的问题。大数据技术在获得用户行为信息
的同时，亦能通过其使用终端获得用户的私密信息，存在泄露或恶意使用用户私人信息的可能性。如何
保证大数据执行机制在合理利用用户信息行为数据提升执行机制绩效的同时，有效地保护公众的个人隐
私免遭侵犯或不当运用，这是一个技术与管理并重的现实问题。
大数据技术的机器学习计算法则的隐秘性，对公开财政信息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同样存在潜在的威
胁。内置于系统之内的机器学习计算法则可以自动获取和分析各种机读数据，减少信息公开过程中人为
因素的影响，从而提升信息公开的数据质量。但是，在公共管理领域，这种看似客观公正的高科技决策
模式同样隐藏着潜在的风险和挑战。大数据用于挖掘数据的机器计算法则内置于执行机制的系统之中，
具有一定的隐秘性，且以一种近乎垄断者的地位直接决定着数据的输出和决策制定。由于“普通公众缺
乏背景知识和专门知识技能，难以审查、参与和理解计算过程和计算法则的合理性。”a 因而，大数据计
算法则的模糊性和非透明性潜在地威胁了其在建设透明政府、提升财政信息公开数据质量过程中的作
用。因为计算法则看似客观，但其作为一种人为设计的系统，必然具有特定的价值取向、数据范围和参
数设计。如若不能将其公之于众，则大数据机制不仅可能提供看似客观、准确，实则偏颇、失真的信息；
而且可能被恶意地使用，以科技化的外衣掩盖管理过程中的缺陷和失误，致使财政信息公开大数据执行
机制沦为一种掩盖失职行为、欺骗公众认同的高科技欺诈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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